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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照顾者是脑卒中幸存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支持力量。 家庭照顾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发

生率高于脑卒中幸存者。 由于脑卒中后沉重的照顾负担,使得家庭照顾者常常面临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容
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对自身及幸存者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近年来,照顾者的身心健康已成为备

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综述了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的相关概念、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旨在为

本主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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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mily
 

caregivers
 

constitute
 

a
 

critical
 

pillar
 

of
 

support
 

for
 

stroke
 

survivors
 

during
 

rehabilit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cid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s
 

higher
 

in
 

family
 

caregivers
 

than
 

that
 

in
 

stroke
 

survivors. Due
 

to
 

the
 

heavy
 

caregiving
 

demands
 

after
 

a
 

stroke,family
 

caregivers
 

often
 

encounter
 

overwhelm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and
 

are
 

prone
 

to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which
 

negatively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hat
 

of
 

the
 

survivors. In
 

recent
 

year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aregivers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related
 

to
 

negative
 

emotions
 

in
 

family
 

caregivers
 

of
 

stroke
 

survivors,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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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当今全球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

一[1] ,特别是在我国,脑卒中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成

人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2] 。 预计到 2050 年,我国将有

4. 07%人口患有脑卒中[3] ,其中约 70% ~ 80%脑卒中幸存者

因功能障碍而无法独立生活,需长期依赖家庭照顾者的支

持[4] 。 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推动

医疗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家庭照顾者的作用愈发重

要[5] 。 然而,长期照顾带来的压力和角色适应困难等问题,
使得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负担逐渐加重,其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日益呈现[6] 。 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的焦

虑、抑郁发生率(36. 26%)高于脑卒中幸存者(23. 44%) [7] ,
这揭示了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心理压

力,是目前亟须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综述国内

外关于脑卒中家庭照顾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研究,以
期为提升脑卒中幸存者及其家庭照顾者身心健康水平提供

有益参考。

1　 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的相关概念

1. 1　 脑卒中幸存者

脑卒中幸存者是指经过急性期和规范治疗后,脑卒中

起病时间大于 6 个月的患者[8] 。 这些幸存者常遗留较明显

的睡眠障碍、认知、运动、感觉功能障碍及生活自理能力降

低等功能障碍[9-10] ,尤其是对于脑卒中并发症严重的幸存

者来说,他们更加需要家庭照顾者的精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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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家庭照顾者

目前,国内外对家庭照顾者的定义因研究者的研究内

容而异,文献中常将家庭成员称为家庭或非正式(无偿)照

顾者。 家庭照顾者通常指为患有慢性或致残性疾病(如脑

卒中)的成年人提供帮助的伴侣、成年子女和亲戚朋友等。
他们未经过专业训练,不领取劳动报酬且自愿承担大部分

照顾任务[11] 。 李鑫静等[12] 研究表明,照顾者被定义为年

龄≥18 岁、参与脑卒中患者的主要照护工作、意识清楚且

愿意配合,同时无认知和听力障碍。 为了更准确描述和界

定家庭照顾者,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统一和完善其定义,以便

更好地了解与支持这一群体。
1. 3　 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是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挫折或身体疾

病时所经历的一系列消极主观体验,如焦虑、抑郁、恐惧

等[13] 。 本综述的负性情绪是指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脑卒中

幸存者期间产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2　 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2. 1　 社会人口学因素

2. 1. 1　 幸存者因素　 包括脑卒中幸存者的残疾程度、年龄

及抑郁等。 随着残疾程度的加重,幸存者对家庭照顾者的

依赖性越高[14] ,照顾者的身心压力越大,特别是在照顾有

较严重残疾障碍的老年脑卒中幸存者时,由于高龄状态和

身体机能的退化,照顾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导致个

人时间减少、社交受限等,其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

绪,降低照顾质量,进而影响幸存者的功能恢复[15] 。 脑卒

中幸存者若出现抑郁情绪,可能会加剧与家庭照顾者之间

的沟通障碍,增加家庭照顾者的心理负担及抑郁风险。 家

庭照顾者的抑郁状态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照顾质量,进而减

慢幸存者的康复进程。
2. 1. 2　 照顾者因素 　 家庭照顾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因素与焦虑、抑郁有关。 男性家庭照顾者因难以快速

适应角色转换,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16] 。 然而,女性照

顾者可能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文化因

素的影响,女性被期望承担照顾生病家庭成员的责任,同时

还需兼顾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 此外,女性细腻的情感特

质以及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的降低,也使她们更容易出现

焦虑、抑郁和烦躁情绪[17] 。 此外,年龄较大的家庭照顾者

可能因资源和精力有限,容易感到疲劳和产生负性情绪[7] 。
相反,年轻的家庭照顾者比年长的家庭照顾者表现出更严

重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原因可能是年长者积累更多

的应对经验,情绪调节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事

件,而年轻的家庭照顾者缺乏应对经验,而容易产生心理困

扰[18] 。 此外,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照顾者抑郁情绪较少,
原因是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疾病,更善于寻求帮助并满足自

身需求,从而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19] 。 综上,未来可深入

探究年龄因素对家庭照顾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并在家庭和

社会层面为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提供支持,以减轻其

负担并促进身心健康。

2. 2　 与照顾相关的因素

2. 2. 1　 照顾负担　 脑卒中后幸存者常面临多种功能障碍,
需要家庭照顾者持续护理和康复训练,这种长期的照顾责

任不仅干扰了照顾者个人生活和社交,也给他们带来沉重

的心理负担,增加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20] 。 此外,过
度的身体活动和照顾负荷会增加抑郁情绪,尤其是女性家

庭照顾者在照顾男性幸存者时,抑郁的风险高出 5. 7 倍,这
可能与男性幸存者体重较重等因素有关[17] 。
2. 2. 2　 经济负荷　 医疗支付方式也是影响家庭照顾者焦

虑、抑郁的重要因素。 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自费家庭

经济负担较轻,照顾者的焦虑、抑郁程度也相对较低[7] 。 同

时,照顾者可能因需减少工作或动用积蓄来照顾脑卒中幸

存者而面临额外的经济压力。 此外,在社会支持度和政府

福利政策不足的地区,这些压力更易导致家庭照顾者出现

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
2. 2. 3　 照顾时间压力 　 每天照顾时间超过 12h 的家庭照

顾者抑郁风险是照顾时间少于 12h 的 3. 3 倍,这可能是因

为繁重的照顾任务占用了家庭照顾者较多的私人时间,限
制了他们的工作、社交和休闲时间,进而引发焦虑、抑郁等

负性情绪[17] 。
2. 2. 4　 社会支持　 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脑卒中幸存者时,感
知的社会支持水平越低,越容易出现抑郁[21] 。 我国受教育

水平偏低的老年女性照顾者,因获取疾病知识的途径欠缺、
性格内向,可能得不到相关帮助,从而陷入困境,造成心理

负担[6] 。
综上,照顾负担是家庭照顾者出现焦虑和抑郁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还有其他多种相关因素。 目前,国内外对脑卒

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为横断面

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家庭照顾者的心理状态及成因。 为

深入揭示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深层次机制,未
来可增加质性研究以获取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的真实

体验和感受,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进
而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3　 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干预策略

3. 1　 正念疗法(mindfulness
 

therapy)
 

正念疗法,即正念干预,是近年来健康领域的一个新概

念,对人们的身心健康、认知、情感和人际关系等均有潜在

益处。 目前,较成熟的正念疗法包括:正念减压疗法( mind-
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正念认知疗法( mind-
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接纳和承诺疗法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和辩证行为疗法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DBT ) 等。 其 中 MBSR 和

MBCT 是相对比较成熟和系统的干预方法。 正念疗法能显

著改善成年人初显期的抑郁情绪,且在亚洲国家实施正念

干预改善其抑郁的效果比在北美和欧洲明显[22] ,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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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念疗法与亚洲文化高度契合。 正念干预能减轻主要

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并降低其焦虑、抑郁水平[23] 。 然而,正
念干预的个体接受程度和效果因人而异,因此,在实施干预

时应充分了解个体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并持续监测调

整,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3. 2　 同伴支持

同伴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形式,它通过促进具有

相似经历或疾病的人分享与交流,彼此间给予实质性帮助

和情感支持,以减少社会孤立的一种康复模式。 同伴支持

干预可以提升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和生活质量,改善其

心理健康,降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而提高照顾水平,
利于幸存者康复,从而有效减轻照顾负担[24] 。 目前,同伴

支持已在痴呆[25] 和癌症[26] 等疾病患者家庭照顾者中被广

泛应用,并显示出其作为改善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一种可接

受且潜在有效的方法。 然而,实施同伴支持干预需要聚集

家庭照顾者、医护人员等相关人员,对时间、地点等有一定

要求,可能导致家庭照顾者参与度低等问题。 因此,进一步

优化同伴支持的实施方法,提高其效果,成为未来研究的重

要方向。

3. 3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干预
 

积极心态的建立和自我效能干预是脑卒中幸存者家庭

照顾者有效应对照顾过程中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关键方法。
在照顾脑卒中幸存者的过程中,尽管家庭照顾者面临照顾

负担和抑郁情绪,但他们也可能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即“益

处发现”或“疾病获益感” [27] 。 通过改善家庭功能和提升自

我效能,可以强化家庭照顾者的益处发现,进而减少负性情

绪,维护心理健康。 自我效能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概

念,对缓解情绪困扰有积极作用,自我效能越高,抑郁程度

越低。 因此,照顾者应积极思考,利用积极情绪以促进自我

效能的提升[28] ,从而预防和减少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

抑郁情绪。 未来干预研究应更注重提升脑卒中幸存者家庭

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以更有效地改善其身心健康。
3. 4　 其他干预策略

其它干预策略,如二元心理社会干预、心理弹性训练以

及定期休息等,均能有效缓解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因

负担、压力与挑战所导致的负性情绪,进而提升其幸福感和

心理健康。

4　 小结
 

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一个亟待

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 长期的照顾任务使家庭照顾者面临

显著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风险。 然而,目前我国相关

研究多集中于脑卒中幸存者,对其家庭照顾者的关注相对

不足。 家庭照顾者自身也常常忽视自我关怀,这为负性情

绪的发生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研究者和医护人员应更加

关注家庭照顾者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干预方案,以有效

缓解其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应进一步探讨脑卒中幸存

者家庭照顾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并完善研究设计。 目

前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以家庭为中心的二元干预、网络健康

管理以及基于保护因素的干预方案等,以促进家庭照顾者

健康。 然而,这些干预方法的有效性仍需要高质量的随机

对照试验加以验证。 此外,国外在脑卒中幸存者家庭照顾

者负性情绪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尤其在心理教育等干预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我们应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并结合我

国文化背景,充分发挥本土优势,为改善我国脑卒中幸存者

家庭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提供有力参考。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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